
东北亚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
的难点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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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迅猛增长和人口跨国流

动与迁移的严重滞后形成强烈反差。日韩企业的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的文化理

念及其制度化, 对自由劳动构成限制的同时排斥了对外国劳动力的雇用。两国对

变相农奴制的采用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而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攀升

和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则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海外加以调整, 由役使外国劳工

的变相农奴制加以补充。东北亚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最终形成, 还需要多种因素

的共同促进尤其是市场力量和全球化趋势的大力推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世界进入人口

跨国流动与迁移的新时代。80 年代初, 旅居

国外的人口大约有 7700 万, 到 2000 年, 国际

移民的数量高达 1125 亿 (其中包括 1800 万

难民)。世界范围移民潮不断高涨, 东北亚人

口跨国流动与迁移亦有发展, 速度却迟缓。鉴

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移民潮的主流转

变为由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本文重点

考察日本和韩国接纳外国劳动力和留学生的

现状、难点及发展趋势。

东北亚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现状

与地区内资本、技术和商品市场化的程

度相比, 目前东北亚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发展

很不充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除日本外, 原人

口输出地的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也开始接收

外国移民劳工, 但这并没有使东北亚人口疏

于往来的状况发生太多的变化。如今, 东亚的

移民水平低于亚洲平均水平, 亚洲又远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在东亚, 东北亚的水平又

低于东南亚。根据香港“亚洲移民劳动者中

心”(AM C ) 的调查, 亚洲共有移民约 1500

万, 但包括日本在内, 东亚的移民人数仅 500

万～ 600 万①。在东亚主要劳动力输入的国

家与地区中, 日本接收外劳的数量远远少于

马来西亚和泰国, 韩国更是排在最后 (参见表

1)。1999 年底,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约 67 万

(日本人配偶和外交官除外) , 占全部劳动人

口的 1% ②。这个比率虽然是十年前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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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朝日新闻》2000 年 12 月 24 日。

《朝日新闻》2000 年 12 月 24 日。



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相近的德国, 这个

比率是 9%。

表 1 东亚主要接受国外劳动力的国家与地区
国家与
地区

马来西亚 泰国 日本 新加坡 台湾 韩国

接收人
数 (万) 150～ 170100～ 120 67 50 33 30

　　资料来源:《朝日新闻》2000 年 12 月 24 日。数据主要

根据政府的统计和N GO 的调查估算。

在东亚, 劳动力输出最多的是菲律宾, 现

在国外就劳的人口约有 500 万, 占总劳动人

口的十分之一。劳动力输出增长最快的是越

南。 1991 年, 越南劳务输出不足 1000 人,

1995 年增长到 1 万人, 1999 年增长到 2 万

人, 2000 年增长到 3 万人, 预计 2010 年达到

100 万人, 约为 2000 年的 30 倍①。

学生的流动是更普遍的联系与交流如专

业移民、资金流动的一部分②。到 2000 年 5

月, 在日本大学 (包括专科学校、大学和研究

生院) 在籍的外国留学生共 64011 人, 比

1999 年增加 15%。其中 90% 为亚洲人, 中国

位列第一, 32297 人, 比 1999 年增长 1417% ;

韩国 12851 人, 位列第二; 来自中国台湾的留

学生位列第三, 4189 名③。这些数字的确表

明在日留学生增长速度快, 尤其是东北亚三

国在学生交流方面关系的密切④。但从留学

生绝对规模上看, 日本的 614 万人非但难与

美国的 52 万人和德国的 25 万人相提并论,

也远远没有达到 1983 年中曾根政府提出的

到 2000 年达到 10 万人的计划指标。

在日韩的外国人口大多在中小企业就业

或从事低级的临时性工作, 更有相当数量的

人为非法居留者。据日本法务省的调查, 1999

年年末, 在日本就劳的外国人共 668200 人,

其中合法就劳者 416500 人, 占总数的

6213% ; 日裔巴西人 220500 人, 占总数的

3310% ; 非法就劳者 (签证过期者和非法入境

者) 251700 人, 占总数的 3717%。换言之, 如

果不将日裔巴西人计算在内, 约有 6 成的移

民劳工属于非法居留者。在全部外来就劳人

员中, 专业技术人员 125700 人, 占总数的

1818% ; 研修生与技能实习生为 70300 人, 占

总数的 1015% ; 所余 7 成以上的人均从事几

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简单工作⑤。在 64011

名留学生中, 公费生 8930 人, 政府派遣 1441

人, 其余 53640 人都是主要靠打短工来交纳

学费、维持生活的自费留学生。在日外国留学

生毕业后, 多数希望在日本工作而不能, 每年

能够在日本工作的仅 2000 人左右, 其中半数

以上在不到 50 人的小企业中就职, 四分之一

以上的人从事翻译工作⑥。

1992 年, 韩国接收了 10 万个合法和非

法劳工, 1995 年, 15 万个外国劳工在韩国登

记注册。但到 2000 年, 在韩国的外来劳动力

约 30 万人。显然,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非法

劳工。与在日本的情形相似, 在韩国的外国劳

动力也主要在中小企业尤其是餐饮服务行业

工作。

随着国家间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 东

北亚地区由生产要素的不均匀分布所决定的

各国间加强联系的内在需求逐渐得以满足,

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跨国

界流动自由而充分, 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间

的产业结构上相互调整和转移几乎不存在任

何障碍。1997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增强了中日

韩三国开展经济合作的意愿, 日韩之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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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朝日新闻》2000 年 12 月 25 日。

《朝日新闻》2000 年 12 月 24 日。

据中国教育部国际司提供的数字, 截止到 1999 年
年底, 在中国的留学生日本最多, 约 13000 人, 韩国次之, 约
12000 人。

h ttp: ööedu. sins. com. cn 2000ö12ö1.《朝日新闻》
2001 年 1 月 4 日。

斯蒂芬·卡斯尔斯:《亚太地区新移民: 促进社会
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
转型: 多文化多民族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版, 第 286 页。

《朝日新闻》2000 年 12 月 24 日。



贸易协定 (FTA ) 方案已经正式提出, 中日韩

三国高层对话机制也在“10+ 3”会议上得以

形成。与此同时, 日本与韩国依旧存在结构性

劳动力短缺或紧张 (韩国失业率约 3% , 日本

约 4% ) , 中国的劳动力则相对过剩; 日本的

人均 GD P3 万美元, 韩国 1 万美元, 中国 800

美元, 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日韩中在劳动力资

源方面存在的互补性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呈现

的三级结构, 使这一地区存在劳动力跨国流

动的需求和动力。而东北亚人口跨国流动与

迁移的现状, 既与经济区域化的发展不相协

调, 也不符合地区内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

源的客观要求。

日韩企业经营体制对自由劳动的限制

一般说来, 政府的禁止不能阻止移民, 只

会使合法的行动转为非法。在东北亚也是如

此。这一地区人口跨国流动和迁移发展迟缓,

根本原因不在于日韩政府对外来人口的限制

和禁止, 而在于日韩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文

化理念和经营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对

外国劳工的排斥。

集体主义是日本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理念。中根千枝指出:“日本人划分人的社会

分群的标准, 倾向于对这个人所属的具体机

构, 而不是这个人的一般类属 (如工程师、教

授等——本文作者注)。这种集团观念和集团

准则会形成一个组织的力量, 这样的组织单

位 (如学校、公司等) , 事实上就是日本社会组

成的基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公司供养

其成员的全部社会需求, 同时又对他生活的

各个方面都拥有权力; 公司成员一心一意地

融合在这种联谊之中。”①学者的概括为企业

家的实践所证明。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

成功的经验就是,“日本经理的最重任务是发

展与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 在公司内建立一

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 一种员工与经理共

命运的感情。在日本, 最有成就的公司就是那

些设法在全体员工 (美国人称之为工人、经理

和股东) 之间建立命运与共的意识的公

司。”② 观念必须外化为体制才能左右行为。

众所周知的由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内容构

成的日本经营体制, 就是这种集体主义与团

队精神的制度化。

家族主义是韩国企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

化理念。韩国大企业几乎无不带有家族主义

色彩, 在雇佣关系上具有权威主义与温情主

义的双重性。且不论实施“铜墙铁壁式家族经

营”的韩进集团和现代集团 (家族和姻亲持股

率在 25% 以上) , 即使在外人看来相对“开

放”的乐喜·金星集团 (家族成员持股率为

714% ) ,“非具 (具氏家族成员) 非许 (许氏家

族成员) , 断难升迁”, 具、许亲族成员占据重

要职位的现象同样十分严重③。作为对家族

关系的补充, 韩国企业还有许多乡友会、同窗

会、校友会等小团体。个人的成功经常有赖于血

缘、地缘、学缘等特殊关系。有鉴于此, 韩国学者

宋丙洛称韩国公司为“半家庭化的团体”, 认为

“家庭仍然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和体现指导韩国

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行为的价值观的典型。”他还

指出, 与日本雇员忠于集体不同, 韩国的雇员极

少具备忠于组织的意识, 但“韩国的雇员主要是

忠于某个个人, 而不论他是业主抑或是董事

长。”雇员承担义务的程度, 取决于该雇员与他

觉得不至于辜负他忠诚的那个人之间那种和谐

的人际关系持续的时间。韩国企业的典型特征

是公司像一个家庭型的集体, 实行准终身雇佣

和准年功序列制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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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第 205 页、第 202～ 206 页。

井上隆一郎:《亚洲的财阀和企业》, 中译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第 146～ 200 页。

盛田昭夫:《日本造: 盛田昭夫和索尼公司》, 中译
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第 140 页。

中根千枝:《日本社会》, 中译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3 页。



其实, 日本企业也是建立在家族主义基

础上的。“日本社会中, 潜在的集团意识是根

深蒂固的, 其要素源于日本人传统的普遍存

在的‘家’的观念。”① 日韩的区别在于, 日本

企业已将家族主义上升为超越了血亲关系的

集体主义, 但韩国还没有。“在日本通常被看

作重要的和基本的人类情感的血亲关系, 似

乎已经被工作集团里的人伦关系所取代。”②

而在韩国,“企业的创办人可以预料不仅要供

养其直系亲属, 还要供养其他亲属。因此, 很

多韩国企业都安排业主的亲属和宗族远亲在

企业内工作, 并且按照经常是与宗族制度内

的规范相似的规范运作。”③

日韩企业的文化理论和经营体制的存在

均以劳动者变相的人身依附或从属、排斥劳

动力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盛田昭夫在美国开

办美国索尼公司时, 看中一位担任公司地区

销售经理的美国人, 将他派到日本着意培养。

但该经理回到美国不久, 就由于索尼的一家

竞争对手答应给他两倍甚至三倍的工资而

“跳槽”。这使盛田昭夫感到非常困窘和愤怒。

更让盛田昭夫感到不解的是, 这个“背信弃义

的叛徒”在一次电器展览会上见到盛田昭夫后,

非但不躲避, 反而冲到盛田昭夫面前热情问候,

亲切交谈, 毫无内疚之感④。金英姬对韩国企业

则有以下批评:“过分强调血缘、地缘、学缘等特

殊关系, 导致企业内部派别的形成, 不利于吸引

有创造性、能力强的人才, 难以做到人才的合理

配置。重视特殊关系阻碍公正的评价, 增加了企

业的封闭性、排他性。”⑤

从而, 外国劳动力, 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

熟练工人, 都难以跻身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

业。例如在日本, 即使在劳动力需求变得十分

强烈时, 企业也宁愿采取权宜之策, 招募日本

血统的拉美人或外籍的“受训者”。在日本经

营者眼里, 外国人缺乏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

日本人不“跳槽”, 公司自然难以腾出空缺。即

使因意外的情况出现了空缺, 经营者也宁愿

通过改变雇员工种或调换雇员工作岗位等途

径进行内部调整, 而不愿从外部尤其是外国

招募新人。日本公司即使决定采用几个外国

人, 也只是从应届毕业的外国留学生中挑选。

此外, 赚到更多的钱, 是绝大多数人出国工作

的主要动机。但在日本企业家看来,“一个习

惯于为钱而工作的员工通常会忘记他应该为

整体服务”(盛田昭夫语)。甚至日本的小企业

也不愿意雇用外国人, 因为他们经常为了更

高的工资而辞工。

日韩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经营体制不符合

劳动力具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这一“理性的资

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客观要求, 也背离了把事

务与家庭分离开来这一现代理性组织原

则⑥。买卖自由是一切商品交易得以公平进

行的前提。或许日韩的雇佣关系会给劳资双

方带来双赢, 但这种带有农奴制色彩的、依靠

情感维系的关系毕竟是对自由公平交易原则

的漠视和破坏。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

作为需的一方, 公司的经营需根据市场的变

化不断调整和创新, 对劳动力自然会不断产

生新的需要; 作为供的一方, 劳动者个人的经

验和技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日韩式的经

营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无疑会影响公

司乃至整个社会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对劳动

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也意味着对追逐利润最

大化这一资本主义经营“铁则”的偏离。

东北亚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三重结构

所谓东北亚国际劳动力市场, 系指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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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主要由日韩资金、技术和管理连结的劳

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系统。

战后日韩经济的迅猛增长给劳动力市场

带来了双重紧张: 工人工资的增加导致劳动

力成本的上升, 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维艰;

工人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多使结构性劳动力短

缺迫在眉睫。对此, 日韩两国采取了“移资”与

“移民”相结合的应对措施: 将劳动密集型产

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 允许部分外国移民尤

其是非法移民在本国就业, 填补低级劳动岗

位出现的空缺。东北亚国际劳动力市场因此

形成一种三重结构: 日韩本国资本密集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与本国劳动力相结合, 劳动密

集型产业与海外廉价劳动力相结合, 本土中

小企业部分地与移民劳动力相结合。

如前文所述, 日本的雇佣关系中带有变

相的农奴色彩;“爱社精神”、“团队精神”至高

无上, 员工的个人自由受到限制, 个性难以获

得完全解放和充分发展, 经常要为集体利益

牺牲个人利益。与战后大企业的高积累形成

鲜明对照, 日本劳动者长期处于低工资、高强

度、长时间的劳动状态。1987 年, 日本制造业

员工年工作 2150 小时 (员工在 5～ 29 人之间

的企业为 2176 小时) , 长于西德 500 小时, 美

国和英国 200 小时。此外, 男性员工还每月平

均加班 54 小时①。1995 年, 制造业工人年工

作时间下降到 1975 小时, 低于美国 (1986 小

时 ) , 但却高于英国 (1943 小时)、德国 (1550

小时) 和法国 (1680 小时)。而如再加上在欧

美根本不存在的每年长达 308 小时的加班时

间, 日本制造业工人每年工作时间长达 2283

小时, 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就 1995 年制

造业全日制员工每小时平均工资考察, 虽然

名义工资 (按外汇比价) 日本为 100 的情况

下, 美国为 73, 德国为 128, 但实际工资 (按实

际购买力) 日本为 100 情况下, 美国为 140,

德国为 171②。

韩国雇佣关系中的变相农奴制更为露

骨。在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 韩国工人劳动

时间长, 工资待遇低, 企业和国家联手侵占劳

动者的利益, 工会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目前

韩国实行每周 44 小时工作制度, 劳动时间是

世界上最长的, 法定工作时间以外还要加班

加点。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对 1976 年沙特

阿拉伯朱拜勒产业港工地韩国工人工作情景

的描述是: 早晨 5 点半之前到工地现场, 6 点

开始工作, 除了午饭时间外, 一直干到下午 6

点。晚饭过后, 大部分人进入夜间工作, 有时

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

劳作, 使外国公司的工人发出了“像现代人那

样, 废寝忘食日夜兼程, 到头来只能走向死

亡”的感叹。郑周永的经验是: 让工人有条不

紊地干活, 就得瞪大眼睛、提高嗓门, 甚至还

要扇耳光。因此, 他成了比阎王爷还可怕的

人, 并赢得了“老虎”的绰号③。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

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国际投资与贸易的增长。

但如换一个角度看, 这种投资与贸易乃是日

韩两国劳动力市场在地区内的一种“空间置

换”式的开放, 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一种变相

的跨国流动与迁移。这种“变局”的直接起因

在于日韩本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在日本, 突出表现在 1985 年日元大幅升值之

后, 在韩国, 主要表现在 1987 年的民主化之

后) , 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了在国际市场

中的竞争能力, 而企业家们不能、也不愿意在国

内雇用外国廉价劳动力。从而, 将这些产业向海

外转移, 实现本地的资金、技术、管理与异地的

廉价劳动力的有机结合, 成为一种不得已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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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利的选择。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对东北

亚人力资源在地区内进行合理配置, 其结果是

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皆大欢喜, 其潜在

的功能是使这一地区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的内

在冲动得以部分释放。应该指出, 日韩劳动密集

型产业迁移海外多少带有移植“变相农奴制”的

性质, 尽管移植的程度受到了当地法律法规的

限制与削弱。

80 年代以后, 日本和韩国的教育水平、生

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得到普遍提高。这使

本国人开始远离那些必须有人从事又必须在本

土从事的职业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劳动力短

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开始雇用外

国劳动力, 政府由开始对非法就劳者态度暧昧。

变相农奴制从而在东亚最发达的国家得以复

活, 其标志是: 无论在日本还是韩国, 外国劳动

者的权利都少得可怜。他们缺乏选择职业的机

会, 定居或携带亲属受到限制, 有时连亲人也难

以前来团聚, 被责骂和凌辱的现象时有发生。非

法居留的外国劳工更是处于“准奴隶”地位。由

于缺少合法身份, 他们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 被

迫从事本地人越来越不屑的“三D ”工作即脏

(d irty)、苦(d iff icu lt)、险(dangerou s)的工作,

劳动权益甚至基本人权经常受到侵害。女性非

法就劳者的境况更为悲惨。她们主要从事“典

型女性”的职业, 如家务、带有色情性质的娱

乐、餐饮、旅馆、服装、电器组装等 (参见表

2) , 她们收入微薄, 条件恶劣, 地位低下, 通常

还带有女性服从、驯良和自愿提供个人服务

的色彩。生存状况的恶劣经常令非法就劳者

铤而走险。

受忧患意识和民族主义的驱动, 日本与

韩国在采用具有变相农奴制色彩的雇佣制度

方面获得巨大成功, 赢得战后日本经济的复

兴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谓“价格优势”

或“劳动力优势”, 遂成为东亚模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无论日韩跨国公司在海外雇用当地

廉价劳动力的移植的变相农奴制, 还是中小

企业在本国使用外国移民劳动力的变相农奴

制, 也无非是日韩本土变相农奴制的延伸和

发展。当然, 这一过程本身借助了东北亚地区

经济发展的差异。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主要受

两个因素影响。其一是强迫性因素, 其动机是

逃脱家乡的贫困或贫穷的生活, 其二是促动

性因素, 其动机是改善生活质量①。东北亚的

未能得到完全市场化的雇佣关系中依旧有市

场力量的作用。

　表 2　在日本的非法女性移民的职业分类
职业种类 1988 (% ) 1989 (% ) 1990 (% )

服务业
(HO ST ESS) 4704 87. 3 3559 73. 8 2605 55. 6

制造业 165 3. 1 323 6. 7 614 13. 1

无技术的服务业 120 2. 2 276 5. 7 373 8. 0

商店营业员 105 1. 9 227 4. 7 46 1. 0

厨　师 291 5. 4 432 8. 9 1046 22. 3

总　计 5385 100 4817 100 4685 100

　　资料来源: 日本法务省。转引自田禾:《东南亚流动妇

女的社会地位述评》, 载《当代亚太》1998 年第 12 期, 第 41

页。

东亚国家的专制历史都很悠久, 像西方

那样得心应手地采取自由平等交换的方式使

用劳动力还有待时日。例如, 西方征服东亚

时, 不仅借助坚船利炮, 使用金钱雇用原居民

的技巧也相当娴熟。布罗代尔等人曾这样描

述:“早在葡萄牙人的时代, 从事‘区域贸易’

的欧洲商船就雇用不同国籍的船员, 其中本

地水手占多数。”“同样, 在各国的印度公司后

来蓄养的军队里, 绝大多数兵员是本地人。在

远东商业活动中心, 同样也有无数本地人自

荐效力。”② 日本在征服邻国时, 只有船坚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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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强迫劳动。

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与评论

由于许多成为人口流动原因的因素, 如

劳动力供给状况的不同、生活水平的差异的

持续存在, 更由于人口流动与不断壮大的市

场力量、不断增长的国际资本、商品和观念的

流动这一全球化趋势息息相关, 未来东北亚

人口跨国流动和迁移的数量势必有所增长。

但由于日韩两国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体制在近

期难以发生重大变化, 这种增长又只能是平

稳而渐进的。

如果继续维持排斥外国劳动力的雇佣关

系, 日本的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将有

怎样的前景? 如果不发展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和多样性, 改变单一民族国家的封闭结构, 日

本在新文化的创造和知识创新方面是否会落

伍? 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已经引起许多日本

有识之士极大关注。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世界

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的频繁, 国际间信息交

流和信息网络的形成,“少子高龄化”的压力,

也使更多的日本人更深刻地理解了“国际化”

的内涵与意义。为使日本在“人才国际流动地

图”占据一席之地, 以亚洲一员的身份建设

“开放的日本”, 与亚洲邻国共生共益, 实现多

元的民主主义, 目前日本政府正考虑采取一

些新的对策, 如转变产业政策和地域政策; 重

新确立签证标准, 在拒绝无技能移民劳工入

境的同时放宽对“专业人才”的入境限制; 确

认具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的地方选举权,

给予他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国民待遇”; 建

设与外国“居民”共生的新社区; 增加外国留

学生的数量, 力争早日实现留学生 10 万人计

划等①。许多地方政府在推进国际化方面更

是满怀热忱。大分县别府市新创办的立命馆

亚洲太平洋大学, 以亚洲为主的外国留学生

的人数高达学生总数的一半。2000 年, 大分

县政府还允许外国人应聘公务员中的一般事

务职, 为亚洲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在日本就

职提供了机会。日本海沿岸诸县还纷纷兴建

面向外国人居住的社区, 并采取多种措施鼓

励外国留学生前来就读。这些变化无疑令人

欣喜, 但指望日本政府在近期内在外国人准

入方面有重大举措也是不现实的。正像福山

指出的那样, 目前日本面临的人口减少、老龄

化、少子化和劳动力不足问题, 解决办法无非

有二: 允许更多的外国劳工入境或让更多的

妇女参加工作。日本的决策者显然倾向于采

用后一种办法②。金融危机后, 面对许多外国

企业撤资的情况, 韩国政府也开始对自身“缺

乏外国人安心投资的环境”进行反省。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开始为吸引外资和外国优秀人

才制定新的政策, 采取新的措施。但显而易

见, 指望韩国政府在近期内有重大政策调整

同样是不现实的。

民众心态也在不断开放。在日本, 许多人

已经认识到从 2005 年开始日本人口将长期

陷入负增长状态, 故而有必要从东亚其他国

家引进劳动人口; 认识到日本有必要接纳持

有不同观念、文化的人, 由同质社会向异质社

会转化。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子是: 尽管目前

日本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据《朝日新闻》的调

查, 反对接收外国劳动力的仅为 26% , 赞同

的则高达 64% ③。在帮助跨国移民适应新的

社会环境方面, 日本民间社会起到了政府难

以起到的作用。目前, 许多日本的非政府组织

(N GO ) 致力于改造具有排外性的日本社会,

增强其容纳性以使外国移民尽快在身份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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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外国人向本国人的转变。N GO 还帮助外

国人提高生存技能和维护基本权利。到 2000

年年底,“东京日本语志愿者网络”(1993 年

成立) 在首都圈约有 70 个团体, 志愿为外国

人教授日本语。“外国劳动者全国联合网络”

(1997 年成立) 则帮助外国劳动者解决医疗、

劳动纠纷等问题①。令人遗憾的是, 在工业发

达国家中日本N GO 力量最为弱小, 因此它

们在推动东北亚人口跨国流动方面所能够起

到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企业文化理念和体制能否发生变革无疑

是问题的关键。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

后, 多有日本学者发表文章, 主张日本企业经

营制度应该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美国看

齐。但迄今为止, 多数日本企业依旧我行我

素, 无意触动既有经营理念和体制。少数企业

虽然有所松动, 但改革的态度并不明朗。企业

的这种消极态度极可能使目前日本政府效法

美国从印度吸收 IT 人才的计划化作泡影。

相比之下, 倒是韩国的企业经营体制饱受冲

击。1987 年政治气氛得到缓和后, 韩国劳动

工人长期受到压抑的不满情绪如火山爆发喷

薄而出。他们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应有的权益,

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资分歧工潮。

在企业内部, 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 平等主义

与权威主义, 合理主义与人情主义的矛盾也

日趋尖锐。韩国劳动者思想观念的变化可从

郑周永发出的以下感慨略见一斑:“真是怀念

那全国上下一心一意走出贫困、像搞独立运

动的斗士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的那一段时

间。那时候, 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没有应

有设备, 几乎是靠人的双手来工作, 工资又那

么微薄, 但是每个人满怀着发展国家经济的

高度使命感和自豪感。现在, 随着岁月流逝,

时代变迁, 生活不同, 人们变得不一样了。”②

1997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许多大企业进行

重组, 企业旧有文化理念和管理体制不得不

再次接受严峻考验。

实际上, 能够让根深蒂固的日韩企业文

化观念和体制乃至社会文化结构脱胎换骨

的, 只有市场的力量以及由这种力量推动的

全球联系趋势。市场经济的威力在于它通过

优胜劣败的竞争机制, 无止境地促进生产和

经营效率的提高, 从而它在最本原的意义上

将一切生产要素普遍化, 不断将人类生活的

方方面面纳入交换系统并不断地消除影响所

有交换行为自由公平进行的一切消极因素。

由市场力量推动的新的经济秩序, 打破了家

庭和社区生产的格局, 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

和世界市场的参与。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只有

适应全球市场——资本市场、文化商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才能被纳入全球秩序之中而

获得生存, 否则很可能遭到淘汰。近年来东北

亚地区在人口流动和迁移方面发生的诸多变

化, 如日韩资金、技术和管理的转移, 对外国

移民的接纳, 政府、民间社会以及企业对自身

结构的改变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无一不是市

场力量和全球化趋势推动的结果。“今日资本

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宇宙, 各个人

出生于其中, 它将许多不能变更的事物交付

给他, 他只能与之共存。当各个人牵涉到市场

关系的时候, 他只能就范于资本主义的条规。

如果企业家长久违背这些成例, 他必将在经

济生活中被淘汰, 有如工人不使自己迁就这

些成例, 则必会失业而踯躅于街头。”③ 重温

当年马克斯·韦伯的这段精彩论述, 很能帮

助我们预测未来东北亚人力资源市场将发生

怎样的变化。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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